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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汉外双语词典史的缘起
＊

杨慧玲

摘　要　文 章 介 绍 了 编 于 菲 律 宾 的《汉 西 辞 典》，巴 达 维 亚 的 荷－拉－汉 词

典，入华耶稣会士的汉葡、葡汉词典等早期汉外双语词典手稿的基本情况，

分析了缘起阶段的汉外双语词典的共同特点。

关键词　手稿　汉外词典　汉外词典史　缘起　特点

历史长河中，中国和欧洲由于语言文字的不同、时代背景的差

异，辞书传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轨迹。在中国传统辞书中，
字书以解说文字形、音、义为目的，是中国古代传统辞书中类别最

多、影响最大的一支。而从欧洲的辞书传统来看，欧洲词典在相当

长一段时间内以双语辞典为主。随着１６、１７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

兴起，新独立的欧洲各国为了确立自己的民族语言，通过国家行为

创立国家学院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　Ａｃａｄｅｍｙ），统一或规范民族语言，在欧洲

民族语言规范化进程中，单语辞书逐渐成为重要的辞书种类（Ｃｏｌ－
ｌｉｓｏｎ　１９８２）。１４９２年以哥伦布的航海探险为标志，揭开了欧洲殖

民、宗教势力进入非洲、美洲和亚洲的序幕，也为世界双语词典增

添了新的成员———欧洲语言与非洲语言、美洲语言、亚洲语言对照

的双语词典。
作为中世纪欧洲知识和教育垄断者的基督教教会和传教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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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着悠久的语言学习和词典编纂传统。随同欧洲殖民者进入世界

各地的基督教传教士，自１６世纪与中国语言、文化、宗教有了一次

较为密切的接触。笔者在此将要探讨中、欧辞书传统在历史上的

最初相遇。

一、赴菲律宾传教士的汉西词典手稿

哥伦布（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　Ｃｏｌｕｍｂｕｓ，１４５１－１５０６）的 大 航 海 改 变

了近代世界的格局。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基督教精神及政治经济利

益的驱动下积极推行海外扩张，葡萄牙向东占据了美洲的巴西，印
度的果阿，马来半岛的马六甲、苏门答腊、爪哇，在中国盘踞澳门。
西班牙向西，得到了古巴、菲律宾群岛等地，企图以此为跳板进入

中国。［１］

天主教内材料记载，随同１５６４年西班牙远征军第一批定居菲

律宾的天主教传教士拉达（Ｍａｒｔｉｎ　ｄｅ　Ｒａｄａ，１５３３－１５７８）是 第 一

部由欧 洲 人 编 纂 的 汉 语 词 典（Ａｒｔｅｙ　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ｏ　ｄｅ　ｌａ　ｌｅｎｇｕａ
Ｃｈｉｎａ）的作者（Ｓｔｒｅｉｔ　１９２９：３１１）。然 而，从 拉 达 之 后 菲 律 宾 传 教

士的汉语学习情况来看，拉达的汉语词典手稿似乎并未流传或被

其他人使用，拉达编纂了第一部汉语词典的说法仍缺乏实据。
西班牙殖民者和天主教传教士与在菲律宾定居的华人及往来

中菲两地的华商有了进一步的接触。据载，马尼拉城内中国人最

集中的地方被划分在道明会的传教区域内，因此，道明会神父为了

归化菲律宾的中国人而学习汉语。据龙彼得（Ｖａｎ　ｄｅｒ　Ｌｏｏｎ　１９６６
－１９６７）研究，１６世纪末菲律宾的天主教神父们主 要 学 习 和 使 用

客家方言。第 一 位 在 菲 律 宾 向 华 人 传 教 的 道 明 会 士 Ｍｉｇｕｅｌ　ｄｅ
Ｂｅｎａｖｉｄｅｓ（１５５２－１６０５）于１５８７年进入菲律宾马尼 拉，龙 彼 得 认

为 Ｍｉｇｕｅｌ　ｄｅ　Ｂｅｎａｖｉｄｅｓ神父虽然掌握了客家方言，但是他读写汉

语的 能 力 极 为 有 限，另 一 位 传 教 士 高 母 羡（Ｊｕａｎ　Ｃｏｂｏ，１５４６－
１５９２）不仅掌握了汉语口语，还能够阅读中文书籍并用中文写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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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内学者根据高母羡及其他人的通信，认为高母羡编纂了一

部汉语词典，然而也有人认为高母羡编写的是一部汉语语法书。［２］

这当中存在一个问题：当时传教士们给欧洲总会或教友的通信中

常常提到他们正在编写汉语词典或者语法书，但是，他们是否完成

了汉语词典或语法书，是否将汉语词典和语法书公开，后人并不清

楚，除非在原始文献方面有重大突破，否则多数都无法证实。
一份保存至今的１６世纪末汉西词典手稿是了解早期菲律宾

汉外双语词典编纂传统的窗口。这份汉西词典手稿现藏于罗马安

吉利卡图书 馆（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　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）。封 面 上 有 耶 稣 会 神 父 齐 瑞

诺（Ｐｅｔｒｕｓ　Ｃｈｉｒｉｎｏ音译，１５５７－１６３５）为了归化菲律宾的华人而学

习汉语，并于１６０４年３月３１日将此词典献给洛卡（Ａｎｇｅｌｏ　Ｒｏｃ－
ｃａ，１５４５－１６２０）的献词。［３］

图１　手稿汉西词典封面及首页（自右向左）

齐瑞诺的词典是当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唯一一部早期菲律宾汉

语学习的手稿文献。这份汉语－西班牙语词典手稿共有８３双页，
每页两面，基本上都是单面写字，个别页码双面都有内容。汉西手

稿词典以汉字、汉语词语和句子为中心，前几页是在汉字下标注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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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字母注音，在汉字右边标注相应的西班牙语单词；后面部分则注

音在左，西班牙语对应词在右。手稿词典按传统汉字书写习惯，从
上向下竖行书写；从右向左翻页。手稿词典内容的排序稍显混乱，
先从 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”为偏旁的汉字入手，然后按照类属分类罗

列一些常用词，后面逐渐增长至一些常用短句如“照只样做”、“无

主意”、“尔要几日用”、“尔要若干工钱”等。最后的长句中间又夹

杂几页如“忆着、今即、早间、昨晚、黄昏、明日”之类的词，随后又有

几句讨债的对话，反映的是客家方言日常生活口语。
从这个相当原始的双语词典手稿，我们可以了解早期在菲律

宾的天主教传教士学习汉语和编纂汉语词典的过程。当中国人指

着某一个东西告诉他汉语叫什么，他就用西班牙字母记下中国人

的发音，然后写上与之对应的西班牙语词。手稿词典先从日常用

品及生活中常用的名词及汉语数字开始，逐渐积累汉语词汇，之后

扩展到日常生活和贸易常用的简单表达和短句，然后是长句。在

词典手稿编写过程中，中国人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。不仅词典的

汉字全部由中国人书写，从词典的编排方法和内容来看，也都是以

中国人为主导的。这部手稿词典以中国五行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”为
部首构成的字开始，分门别类地列举动物、植物、日常用语，同时还

收入了汉语蒙童教材中的近义词、反义词对照表，强化内容的语义

关联性，便于记忆。手稿词典中没有出现任何与基督教相关的内

容，也没有收入任何与欧洲事物相关联的新词，这些都说明这是以

中国人为主、以天主教传教士为辅编写的一份手稿词典。

二、入华耶稣会士编写的早期葡汉、汉葡双语词典

自１５６０年第一批耶稣会士到澳门定居并展开传教及其他活

动后，耶稣会士陆续来到澳门。当时居住在澳门的耶稣会神父们

的汉语水平非常有限，并未意识到学习汉语的必要性。首先进入

中国并学习汉语的是罗明坚（Ｍｉｃｈｅｌｅ　Ｒｕｇｇｉｅｒｉ，１５４３－１６０７），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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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其后的是利玛窦（Ｍａｔｔｅｏ　Ｒｉｃｃｉ，１５５２－１６１０），他们二人合作编

写了一部葡汉词典（约１５８３－１５８８）。罗明 坚 和 利 玛 窦 合 编 的 葡

汉词典手稿，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存放了三百多年，其作者和编纂

时间不为人知，直 到 德 礼 贤（Ｐａｓｑｕａｌｅ　Ｄ’Ｅｌｉａ，１８９０－１９６３）１９３４
年发现了这部手稿，鉴别这是罗明坚和利玛窦的作品。１９８９年杨

福绵又全面研究了这部葡汉词典手稿。

图２　罗明坚、利玛窦葡汉词典手稿

《葡汉词典》共收入约六千多个葡语词条，按葡语词条首字母

Ａ－Ｚ排序。第一竖行的葡萄牙文词目既有单词，又有短语。第

二竖行是罗马注音，罗明坚书写。杨福绵对罗马注音进行了细致

的研究，发现罗明坚常常是客观地记录了中国教师的发音，因此这

些罗马注音中掺杂了中国教师的方言音。第三竖行是对应的汉语

词或短语，是由中国人书写。第四竖行是意大利语的对应词，这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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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极少，仅３２ａ－３４ａ有利玛窦书写的意大利语对应词。《葡汉

词典》收录的词和短语既有明朝官话，也有南方方言，编纂这部词

典的目的是为了学习明朝官话口语。遗憾的是，这部词典并未完

成。
杨福绵还澄清了另一个问题，就是除了罗明坚与利玛窦在肇

庆合编的葡汉词典外，利玛窦 与 郭 居 静（Ｌａｚｚａｒｏ　Ｃａｔｔａｎｅ，１５６０－
１６４０）等人在旅途中还编了一部汉葡词典。［４］至今，学者们尚未找

到这部汉葡词典。文中提到了北京国家图书馆的一部手稿［５］，笔

者认为这部汉葡词典抄本的成书时间大约在１７世纪中后叶。
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收藏了一部１７世纪早期的汉葡词典手稿。

这部词典手稿的编号为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－Ｓｉｎｉｃａ　ＩＶ　７，原封面已经遗失，现
内封上粘了不到一寸宽的原封皮的残片，仅存几个烫金字母。耶

稣会档案馆对何时更换原封面、原封面上有何内容没有任何记载。
查阅《罗 马 耶 稣 会 档 案 处 藏 汉 和 图 书 文 献 目 录 举 要》（Ｃｈｉｎｅｓｅ
Ｂｏｏｋｓ　ａｎｄ　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　ｉｎ　ｔｈｅ　Ｊｅｓｕｉｔ　Ａｒｃｈｉｖｅｓ　ｉｎ　Ｒｏｍｅ）一书，耶稣

会陈绪伦神父鉴别这部汉葡词典的成书时间不早于１６２５年，因为

词典中提到了景教碑，而此碑是１６２５年在陕西发现的。此外，这

部词典不避清讳，称满族人“虏酋”，其他用词如“东厂、典史、卫所、
里长、员领”也都是明代特有的词汇。在１６２５年至明末，编写汉葡

词典的耶稣会神父只有费奇观（Ｇａｓｐａｒ　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，１５７１－１６４９）和

曾德昭（Ａｌｖａｒｅｚ　Ｓｅｍｅｄｏ，１５８５－１６５８），两人都是葡萄牙籍耶稣会

士。然而，要想进一步确定这部汉葡词典手稿的作者，仅靠一个未

完成的抄本和教会记载是无法实现的。
这部汉葡词典手稿字迹工整，从最后几页可明显看出这部手

稿词典并未完成。汉葡词典约１３００页，每页有十竖行，每竖行内

有三横行的汉字词目，汉字词目上方标有读音，汉字词目下有葡萄

牙文的对应词和注音形式的例词。词典中有空白条目，也有一些

条目只有汉字词目而无注音和释义。据初步统计，这部尚未抄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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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３　耶稣会藏汉葡词典手稿

的手稿词典约收７２２８个词条，词典总体上按汉字的注音排序，词

目中既有汉字，也有词和短语，例如“水、朝水、水沟、水手、水脚、水
桐、雨水、水银”、“猜、猜疑、猜拳”、“脏腑、五脏心肝肺脾肾”等，词

和短语词目所占比例与汉字词目相当，以口语词为主，兼收一些书

面语词。释文中有注音形式的汉语例证和葡文释义，例词较丰富。
由于这部词典抄本并未完成，不清楚原稿本是否有附录或者

检索表之类的前后页材料。按注音编排汉语词典的用意在于解决

听到音而不知汉字和意义的问题。对于欧洲传教士，如果熟悉这

个词典的注音方案，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按音排序的词典。然而，
汉语词目中的词语或短语有时会放在其中一个核心字下面，会出

现因不知哪个是核心字而反复查找的情况。如“羞愧”是在“愧”这
个核心字后，“打惯他”在核心字“惯”后。耶稣会汉葡词典做得较

好的是，除了重复的字不重复注音，其余的字词都有注音，如不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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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羞愧”在“愧”下查找，也可以通过排除法，在“羞”字下找不到而转

到“愧”下查找。在当时情况下，中国各地方言殊异，即使有“官话

音”，也不可能像今日的普通话有统一的标准，通过教育和媒体在

民众中得以普及。因此，若没有检索表或其他检索方式辅助，按音

编排的汉外词典仍会存在使用难的问题。这部词典的词目编排方

式对学习汉语有 帮 助，如 果 以 此 词 典 做 教 材，通 过 学 习 一 个 核 心

字，很快就可以掌握它的搭配词和意义，对于扩展词汇量和记忆词

汇有促进作用。
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汉葡词典的特殊意义在于，利玛窦和郭

居静在编写汉葡词典时，有意让所有入华传教士掌握并使用利玛

窦、郭居静的最新汉字注音法，承载大量汉字和新注音的汉葡词典

被其他耶稣会神父使用并广为流传的可能性极大，那么，继利玛窦

之后的耶稣会神父编纂的汉葡词典中必然借鉴且包含了利玛窦汉

葡词典的精华。因此，这部手稿词典抄本可以作为了解明末耶稣

会汉葡词典传统的一个窗口。

三、赴巴达维亚传教士的荷－拉－汉词典手稿

大航海后，葡萄牙人最早发现了通向印度的航线，到达了中国

海岸。英国和荷兰在１７世纪加入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殖民

扩张，与西、葡殖民者为争夺海外殖民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。凭借

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实力，荷兰人１６０３年在菲律宾巴丹建立了第一

个贸易基地，１６１９年占领巴达维亚（今印尼雅加达）。第一位到达

巴达维亚的荷兰新教传教士赫尔尼俄斯（Ｊｕｓｔｕｓ　Ｈｅｕｒｎｉｕｓ，１５８７－
１６５１／２）开创了荷兰人学习汉语和编纂汉语词典的先河。他１６２４
至１６３２年在巴达维亚传教，为了让巴达维亚的中国人在当地定居

并信奉基督教，他对中文产生了兴趣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结识了

一名懂拉丁语的中国人，跟随这位中国人学习汉语的同时，编纂了

一部荷兰语－拉丁语－汉语词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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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４　巴达维亚荷－拉－汉手稿词典正文及附录

赫尔尼俄斯的汉语知识非常贫乏。他编写词典时，先编写荷

兰语和拉丁语词条，然后在那个懂拉丁语的中国人的帮助下，把拉

丁语译成汉语。他在一封信中提到这名中国合作者当时在巴达维

亚做教师，以前曾在澳门接受过教育，因此懂得拉丁语。这部词典

是荷兰语－拉丁语－汉语手稿词典，现查明有三个稿本，一个是大

英博物馆藏本Ｓｌｏａｎｅ　２７４６，一个是荷兰莱顿大学藏本Ａｃａｄ　２２５，

另一个 是 牛 津 大 学 藏 本 Ｍａｒｓｈ　６７８ａｎｄ　４５６。戴 闻 达（Ｊ．Ｊ．Ｌ．
Ｄｕｙｖｅｎｄａｋ，１８８９－１９５４）考证了词典手稿的作者，对相关人 物 关

系做了阐述。高柏（Ｋｏｏｓ　Ｋｕｉｐｅｒ）的研究更进一步，他对这部词典

的三个版本、流传、词典文本编写等进行了探讨。［６］这部词典可分

为三大组成部分，第一部分是词典正文，第二部分是基督宗教内容

附录，第三部分是日常生活文书附录。高柏对词典的一些条目进

行了研究，发现一些荷兰词仍没有找到中文对应词；词典中的基督

教术语，经常使用的是从葡萄牙文转写过来 的 汉 字 音，如Ｂａｐｔｉｓ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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ｍｕｍ（葡萄牙文ｂａｕｔｉｓｍｏ）巴 第 斯 磨，明 显 借 用 了 耶 稣 会 的 材 料。
此外，这部词典中和鸡蛋相关的词，四处中竟然三处都有错误，表

明在转译过程中，词典作者和中国合作者出现的语言水平和沟通

问题。
这部荷－拉－汉词典的附录极为丰富。笔者考察了附录中非

基督教义的部分，发 现 与 明 清 时 期 中 国 民 间 流 传 的《万 宝 幼 学 须

知》的内容多有重合。《万宝幼学须知》是一个集蒙童识字、写字、
增广见闻、书写日常文书于一体的自学课本，给这些学习材料配上

罗马注音和外文释义，堪称最佳的实用汉语学习教材。这样的附

录与词典正文查检汉字的功能相结合，就构成了一个词典兼学习

教材的综合统一体。

四、萌芽时期汉外双语词典的特点

原本平行发展的欧洲辞书传统和中国辞书传统，随着大航海

后欧洲殖民者、商人、传教士的到来，形成了交叉乃至重合的一段

词典史。１６世纪中叶欧洲入华传教士编写的汉外 或 外 汉 双 语 词

典，见证了这段独特的双语词典史。萌芽时期的汉外双语词典，体
现出以下特点：

１．根据传教需求选择学习的目标语言。
菲律宾的天主教传教士多选择了当地华人的语言———客家话

和漳州方言，而在华耶稣会士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官话。其他入华

托钵修会如道明会、方济各会曾经经历过从方言到官话的转变，最
终，汉语官话成为大多数在华天主教士的共同选择。

２．汉字注音方案的沿承。
从罗明坚尝试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开始，经利玛窦、郭居静

等人的改良，利玛窦等人在汉葡词典中已经可以利用罗马字母注

音方案。利玛窦还下令要所有的在华耶稣会士学习并使用他们制

定的那套注音方 案，目 的 在 于 保 持 罗 马 字 母 注 音 方 案 的 一 致 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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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６２６年出版的《西儒耳目资》，沿承了前耶稣会士 利 玛 窦、郭 居 静

等人的注音方案，同 时 在 中 国 著 名 学 者 王 徵、吕 维 祺 等 人 的 帮 助

下，进一步统一了罗马字母注音方案。不仅在华耶稣会士使用这

套罗马字母注音方案，万济国的注音方案与《西儒耳目资》方案的

相似性表明，其他入华修会也借鉴使用了耶稣会士的注音方案。

３．确立了字母排序法为主的双语词典编排方法。
虽然赴菲律宾传教士编写的汉西词典手稿是按主题编排的，

然而，大多数双语词典手稿都采用了字母排序法。外汉词典的字

母排序法沿袭欧洲辞书传统的主流做法，而在汉外词典中实现字

母排序却是一个创新。
中国传统的辞书排序方式以部首排序法为主，也有按音排序

的音韵类辞书，但是这两种检索方式对初学汉语的欧洲传教士来

说都不易使用。使用部首排序法的字典，只能解决使用者阅读中

遇到的生字。使用者必须熟知汉字的构字规则，还需要有相当的

识字量才能使用这类字典。按音排序并附有简单字义解释的中国

音韵类辞书，也必须掌握音韵学知识和相当数量的汉字才能使用，
连中国初学者都很难使用韵书类辞书。因此，入华初期的欧洲传

教士并不依赖中国辞书，通常也不采用中国辞书的编排方法。从

词典内容上看，中国辞书往往收入书面语字词并解释其在书面语

中的含义，选取例证也有崇古倾向，不能满足刚进入中国的欧洲传

教士对汉语学习的需求。这些入华传教士来到陌生的国度，需要

能够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基本“口语”表达类工具书，其次才是通

过书面语或口语了解中国风土人情，最终要达到用汉语向中国人

传播基督教的目的。入华初期的欧洲传教士最需要的是适合初学

者用的双语对照的“汉语口语词典”，同时，汉外词典还必须方便检

索和使用，对字词和文化的解说也必须使用入华传教士看得懂的

语言。在生活中，入华传教士经常听到或者读到一些不懂的汉字

或句子，这种情况刺激了他们对汉外词典的需求，激发了此类词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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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编写。
由于从第一位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时代开始，在华传教士之

间就已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汉字注音方案，因此，早期词典编者利

用相对统一的汉字注音方案开创了汉外词典的字母排序法，解决

了欧洲人查阅汉外词典的检索问题。利玛窦与其他人合作编写的

汉葡词典开启了汉外双语词典的新时代。

４．收词量和译义等方面的发展。
早期欧汉词典或汉欧词典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即对应词形式的

欧洲语言和汉语都是以表达为主的对应，是既有字、词，也有短语

形式的对应。
从收词量来看，即使是罗明坚和利玛窦最初编写的葡汉词典，

在当时很多葡语词仍找不到汉语对应词的情况下，词典的收词量

也有五六千条，一 些 葡 语 词 目 后 还 有 两 三 个 同 义 或 近 义 对 应 词。
相比之下，菲律宾的汉西词典手稿以及巴达维亚的荷－拉－汉词

典手稿的收词量不如在华天主教士编写的词典内容丰富，然而，这
两部词典都收入了一些对话或其他材料，尤其是荷－拉－汉词典

还有百科全书式的附录。
汉外或外汉双语词典中对汉字或词语的译义，多源自他们生

活中的积累或者是向身边中国人咨询完成的。入华欧洲传教士在

学习汉语之初，对中国助手或教师有一定的依赖性，这也是双语词

典萌芽阶段的必经之途。
笔者对１７世纪的葡萄牙文、西班牙文、荷兰文等欧洲文字没

有深入研究，无法深究这些早期汉外词典手稿中是否都存在这样

转译的情况。从历史背景来看，作为汉语初学者的欧洲传教士编

写这样的双语词 典，都 有 中 国 合 作 者，他 们 之 间 或 许 可 以 直 接 沟

通，或许要以其他语言为媒介沟通，中国合作者的参与程度肯定也

存在一定差异。在以往记录中，中国合作者往往被忽视，著者名下

只有入华传教士的名字。在没有作者署名以及知识产权概念的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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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时代，这种情况非常普遍。虽然我们今天很难考证这些中国作

者或合作者的姓名，但是应该清楚，在汉外双语词典史上曾经有这

样一批匿名中国合作者的存在，他们为汉外双语词典的编纂做出

了贡献。

附　注

［１］有关葡萄牙、西班牙来到中国的早期历史参阅：黄鸿钊主编．中葡澳门交涉史

料．澳门：澳门基金会，１９９８；汤开建．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９９；金

国平．西力东渐———中葡早期接触追昔．澳门：澳门基金会，２０００；万明．中葡早期关系

史．北京：社科文 献 出 版 社，２００１；张 铠．中 国 与 西 班 牙 关 系 史．河 南：大 象 出 版 社，

２００３．

［２］ＪｏｓéＭａｒíａ　Ｇｏｎｚáｌｅｚ，Ｏ．Ｐ．编 写 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　ｄｅ　ｌａｓ　Ｍｉｓｉｏｎｅｓ　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ａｓ　ｅｎ

Ｃｈｉｎａ（１９６４－１９６６）第 五 卷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ｆíａｓ（Ｍａｄｒｉｄ）３８７页 宣 称 高 母 羡 的Ｌｉｎｇｕａ　Ｓｉｎｉｃａ

是外国人编写的第一部中文语法书。

［３］高田时雄文中翻译了 封 面 的 献 词：“汉 西 辞 典。这 是 耶 稣 会 士 彼 得·齐 瑞 诺

神父通过与在菲律宾有超过四万人居民的中国人的会话学到的语言，谨将本书献给彼

得·齐瑞诺本人所尊敬的祭衣司事猊下。１６０４年４月３０日。”高田时雄判断这部词典

编纂于１５９５－１５９９年，见：高田时雄．ＳＡＮＧＬＥＹ语 研 究 的 一 种 资 料———彼 得·齐 瑞

诺的《汉 西 辞 典》．载：陈 益 源 主 编．２００９闽 南 文 化 国 际 学 术 研 讨 会 论 文 集．台 南 市，

２００９：６６３－６７１；意大利马西尼认为这 部 词 典 编 写 于“１５９５到１６０２年 间”，见：Ｆｅｄｅｒｉｃｏ

Ｍａｓｉｎｉ．Ｃｈｉｎｅｓｅ　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　ｂｙ　Ｗｅｓｔｅｒｎ　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．∥Ｘｉａｏｘｉｎ　Ｗｕ（ｅｄ）．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

ａｎｄ　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．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　Ｓｅｒｉｃａ　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　Ｓｅｒｉｅｓ，２００５：１８４．
［４］“神父们利用这段时 间 编 了 一 部 中 文 字 典。他 们 也 编 了 一 套 中 文 发 音 表，这

对后来传教士们学习中文有 很 大 的 帮 助……神 父 们 决 定，以 后 用 罗 马 拼 音 时，大 家 一

律利用这五种符号，为了一致，利玛窦下令，以后大家都要遵守，不可像过去那样，每个

人一种写法，造成混乱。用这种 拼 音 法 现 在 编 的 字 典，以 及 以 后 还 要 编 的 其 他 字 典 可

以使每位传教者，都能一目了然。”见：利 玛 窦．中 国 传 教 史．刘 俊 余，王 玉 川 译．台 湾：

光启社，１９８６：２８６－２８７．
［５］方豪提到“国立北平图书馆曾购入《中葡字典》抄本一种，不署撰人姓氏，亦无

序，大约作于顺治十七年（１６６０）或次年，原为意人罗士（Ｃ．Ｒｏｓ）所藏。编目为２２．６５８。

此字典附有七十七位耶稣会 士 中 西 姓 名 等。”见：方 豪《中 国 天 主 教 史 人 物 传》１１７页。

笔者在国图查看了这个抄本，是一部６．７厘 米 宽，１０．２厘 米 长 的 袖 珍 抄 本。词 典 后 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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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有一个从１６２４－１６８８年的中国纪年表，一个从１５８１罗明鉴至１６５９白 乃 心 共７５位

入华耶稣会士名录，１６位中国耶稣会士名录。这个抄本词典中许多基本汉语词汇“腕、

腹、肾、脏”都没有葡萄牙文对 译 词，与 罗 明 坚、利 玛 窦 的《葡 汉 词 典》的 重 要 特 点 不 符，

因此笔者判断，国家图书馆的这 部 汉 葡 词 典 不 可 能 是 利 玛 窦 的 汉 葡 词 典，而 是 成 书 于

１７世纪中后期的一部词典。

［６］高柏（Ｋｏｏｓ　Ｋｕｉｐｅｒ）原文“Ｔｈｅ　ｅａｒｌｉｅｓｔ　ｍｏｎｕｍｅｎｔ　ｏｆ　Ｄｕｔｃｈ　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　ｓｔｕｄｉｅｓ：

Ｊｕｓｔｕｓ　Ｈｅｕｍｉｕ’ｓ　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　Ｄｕｔｃｈ－Ｃｈｉｎｅｓｅ　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　ａｎｄ　Ｃｈｉｎｅｓｅ－Ｌａｔｉｎ　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

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ｅ　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ｅ　ｅｔｃ．（Ｂａｔａｖｉａ　１６２８）”刊 登 在 荷 兰 莱 顿 Ｑｕａｅｒｅｎｄｏ．３５／１－２．

Ｂｒｉｌｌ　Ｌｅｉｄｅｎ，２００５：１０９－１３９．笔者已获 莱 顿 博 睿 出 版 社 中 译 版 权，中 译 文《荷 兰 汉 学

研究的首座丰碑———赫尔尼俄斯 的 手 稿 荷－拉－汉 词 典 与 汉－拉〈基 督 教 概 要〉》”将

在《国际汉学》第２２期刊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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